
新创企业的创新生态、创新生态能力与颠覆性创新
李宏贵，何淑娟，张 茜

（南京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摘要：颠覆性创新爆发出惊人的市场潜力，正成为新创企业创新发展的新趋势，且创新生态的协同合作解决了新创企业的新创弱性。因此，立足于创新生态视角，将创新生态划分为创新政治生态、创新技术生态和创新市场生态，深入剖析创新生态对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创新生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和创新生态环境的调节作用，构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了理论命题，为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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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Disruptive innovation has burst out with amazing market potential, which is becoming a new trend i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art-ups, and the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of innovation ecology has solved the innovation weakness of start-up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ecology, this paper divides innovation ecology into innovation political ecology, innovation technology ecology and innovation market ecology, deeply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ecology on the disruptive innovation of start-ups, and on this basis, analyz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novation ecological abilit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nov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and puts forward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Disruptive Innovation of 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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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创新是现代科技企业的核心生命力，尤其对新创企业而言，技术创新是获得长期竞争优势和持续成长的关键。但新创企业的新创弱性使企业天然存在着竞争劣势，难以与在位企业抢占市场。同时，新创弱性使得新创企业的创新方式很容易只是山寨和模仿，使得企业被紧紧固定于价值链下游环节，面临伪创业困境[1]。颠覆性创新的出现为新创企业带来了新转机，它是通过对原有的技术范式和市场竞争格局进行破坏，为新创企业进入市场提供了新方式[2]，并日益成为新创企业竞争的重要战略行动。然而新创企业由于资金、人才等资源的约束以及创新实践经验的缺乏，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实现[3]。因此，如何帮助新创企业突破颠覆性创新困境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很多国内外学者对于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展开了大量研究，然而，我们发现，已有研究主要针对新创企业对于颠覆性创新资源的匮乏如何解决的问题，例如资源拼凑、双元性学习等方式。忽略了创新过程已经不局限于独立企业或行业中，而是开始越加分散在不同资源构成的互补网络系统中[4]。因此，传统的组织结构和战略思维已无法适应如今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的需要，新创企业本身已经难以实现自己的创新目标，需要多个互补性创新主体的相互配合，这些创新主体构成的互补网络系统就是 “创新生态系统”[5]。创新生态系统通过组织间的耦合互动，在市场的快速变化环境下，帮助企业实现优势互补，减少经营风险，并通过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以实现价值共创[6]。然而，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成为了被关注的焦点[6，7]，学者们却对于更为重要的创新生态系统的作用过程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即创新生态系统是如何作用于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实现颠覆性创新的。即使张金福和黄雪晴（2020）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网络构念，利用创新网络探究企业的颠覆性创新，也只是根据稳定性、密度等创新生态网络结构来分析其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并没有突出创新生态系统各主体之间的耦合互动作用[8]。因此，本文认为应该将创新生态系统引入新创企业的颠覆性创新过程中。

那么在创新生态视角下，新创企业能直接实现颠覆性创新吗，有没有什么因素影响该创新机制？一方面，创新生态能力已经逐渐成为衡量创新生态系统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且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创新生态能力的内在驱动力能够形成独特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优势，使企业颠覆性创新发展走向良性轨道[9]。然而鲜有文献将创新生态能力引入企业的创新过程中，本文认为创新生态能力在创新生态系统和企业颠覆性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将创新生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创新生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处于特定的共生环境中，随着环境的变化，创新生态对于企业颠覆性创新的作用也随之改变[10]。然而现有文献针对创新生态系统对颠覆性创新的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知识和资源等因素[11]，少有文献探究创新生态环境这种创新生态系统与企业颠覆性创新关系中的边界条件。因此，本文将创新生态环境作为调节变量进行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创新生态的视角，以创新生态能力为中介变量，创新生态环境为调节变量，结合新创企业的特性研究企业如何克服创新困境并实现颠覆性创新，提出研究命题并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模型，为新创企业开展颠覆性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后期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2 文献回顾
2.1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

Christensen（1997）首次提出了颠覆性创新的概念，认为其是企业聚焦于非主流市场，引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技术或服务产品，由此逐渐破坏市场规则并蚕食在位企业的过程，并将颠覆性创新划分为低端颠覆性创新和新市场颠覆性创新[12]。在低端颠覆情景下，为了向主流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在位企业忽略了低端市场的竞争，让新创企业有了可乘之机[13]。低端颠覆性创新是指企业根植于原有的价值网络，通过创新技术，在前期为消费者提供性能较低但价格便宜的产品，因此并不会引起在位企业的关注，之后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逐渐满足主流消费者的需求，并利用成本优势赶超在位企业，从而颠覆主流市场[14,15]。新市场颠覆性创新需要建立新的价值网络和挖掘新的市场需求，以此来吸引部分非主流市场的消费者，并以填补市场缺口的状态逐渐渗入主流消费者群体，完成市场颠覆[16,17]。无论是低端市场还是新市场，颠覆性创新都是根据低端或新市场的需求点，开发出新的商业模式或技术产品，改变以往的竞争规则进行市场入侵，最终颠覆主流市场[18]。

企业若想打破现有的市场格局，就必须改变原有的创新模式，实施全新的创新战略[19]。成熟的在位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对于现有的创新组织模式较为依赖，而新创企业因其形成时间较短、组织结构简单，与在位企业相比，新创企业不局限于当前的技术和资源，进行颠覆性创新反而更容易成功[20]。且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颠覆性创新日益成为新创企业开拓市场、超越在位企业以及提升企业绩效的重要途径[21]。但颠覆性创新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无论是低端颠覆性创新还是新市场创新，都需要诸多要素协同匹配。其中，技术和市场的不对称可以诱发颠覆性创新的实现，政策与经济环境对颠覆性创新也有巨大的影响[22。灵活性、创新性和冒险性的组织文化也可以促进新创企业进行颠覆性创新，同时组织管理人员要有积极进取勇于探索的精神，不会被条条框框束缚而躲避颠覆性创新带来的风险[23]。颠覆性创新也具有资源依赖性，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创新绩效[24]。总的来说，颠覆性创新过程受到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等外生因素以及资源、企业结构、企业文化等内生因素的影响[25]。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新创企业自身的新创弱性使其根本无法完成颠覆性创新任务，解决这一难题的一种新思路就是“创新生态化”。

2.2新创企业创新生态

生态系统是指一定区域内的有机体之间以及有机体与其生存的无机环境之间通过复杂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共同体[26]。在此基础上，Moore于1993年对生态系统的概念进行了拓展并将其引入企业管理，提出商业生态系统这一概念，认为其是由企业、上下游服务商、消费者等一系列利益相关的彼此互动的组织构成的经济社区[27]。Iansiti和Levien（2004）以微软和沃尔玛为例，提出创新生态系统包括企业、消费者和政府等创新主体以及社会经济环境[27]。由此可知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利用创新主体的资源构建价值格局，为了实现共赢协调各方共同参与创新过程的组织网络[28]。同时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多层次的竞争与合作的独特特征是一个复杂开放性系统[7]。据此，本文认为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生态是由多种创新主体及相关主体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以实现利益共享和价值共创为原则，彼此间资源信息技术进行着复杂的交互，致力于提高整体创新绩效。

创新生态包括掌握供应商、消费者以及关键企业命脉的组织群落、机构及个人，例如政府、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及科研机构等[29]。若将其类比于生物生态系统，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等主体要素就是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种群，其中资金、知识、技术是物质，在系统中交错流动，为种群提供养分，并在竞争合作中使各群落保持平衡[30]。康健和胡祖光（2017）利用创新链的概念将创新生态系统分为政治网络、技术网络和商业网络[31]。基于上述观点，本文根据研究内容将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生态解构为创新政治生态、创新技术生态和创新市场生态。

（1）创新政治生态。政府作为政策创新的主体，可以在引导政策创新、保障创新服务、配置关键资源和基础研究等方面发挥有效作用。同时，也可以为促进新创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政治和法律环境。此外，基于对最新产业发展趋势和技术标准的了解，行业机构能为新创企业奠定创新知识基础[31]。最后，金融机构能够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通过对创新项目的投资和先期研究投入为新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32]。因此创新政治生态一般包括政府、行业机构和金融机构。

（2）创新技术生态。高校和科研机构是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主力，能够直接参与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研发，并通过合作和转让等形式向新创企业输送商业化的研究成果，同时高校和科研机构也能向新创企业提供高质量人才，还可以在人才培训方面给予支持。此外，科研机构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大量专业化的技术咨询，从而形成产学研组织架构，有效缩短颠覆性创新技术的研发周期。因此创新技术生态一般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和新创企业。

（3）创新市场生态。消费者的需求常常表现为直接驱动新创企业创新的动力，消费者参与企业的创新过程，有助于建立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双向沟通，便于企业根据沟通信息创造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创新技术，实现价值共创，因此，消费者在整个市场创新生态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与本地供应商、其他企业的交流也能够获得一些有用的市场需求现状和消费者行为模式等[31]。此外，企业内生因素对创新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新创企业可以通过与其他企业的交流进行组织学习，以此来改善自身的企业文化和组织结构。因此创新市场生态一般包括消费者、供应商和其他企业。

2.3新创企业创新生态能力

对于新创企业而言，依托于创新生态这样的集体创新模式，其颠覆性创新的实质就是将创新主体的各项资源以企业为核心进行关联整合优化，研发出新的创新技术。这个过程强调多主体间协作，打破创新资源和组织之间的壁垒，使各创新主体秉承着价值共创的理念进行运作，不断寻找资源间的结合点和协作点，对创新生态内的资源进行识取、激活和有机融合，释放资源的效能并完成资源整合，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实现颠覆性创新[33,34]。因此本文根据研究内容，将创新生态中的这种资源整合及协同创新能力定义为创新生态能力。

但既有文献显示，大多数学者目前对于创新生态能力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社会属性，从知识网络和产学研联盟视角来评价和解析创新生态能力。Eva等（2011）通过研究巴西石油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证实了创新生态系统中知识网络的协同进化能力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效率[35]。Etzkowitz（2015）通过构建出大学、产业和社会网络的集群式三螺旋结构模型，来提高集群生态的创新生态能力[36]。康健和胡祖光（2014）将产业解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把传统的“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模型划分为两个并行的三螺旋模型，并通过理论推演和实例分析，为创新生态系统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参考意见[37]。雷怀英等（2019）证明了知识网络视角下，政产学联盟的稳定性和协同程度的不同会导致协同创新能力的变化，产生不同的创新效应[38]。然而，这些研究忽视了创新生态中创新生态能力形成的协同与可持续的自然属性条件，未能从生态视角出发，立足于创新生态的层次探讨系统要素内在结构、关系和开放性等自然属性。其实创新生态自身稳定的创新链结构和密切的主体关系等就足以衍生出良好的创新生态能力，创新生态也能够借助创新生态能力完成颠覆性创新。因此本研究基于生态视角，将创新生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纳入到创新生态与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关系的研究中。

2.4新创企业创新生态环境

任何创新技术的产生都不是独立产生的，它与企业周围的创新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颠覆性创新，由于其挑战了传统的规则和标准，背离了消费者的观念与惯例，创新生态环境对于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更加明显[23]。只有颠覆性创新行为满足现有的制度环境要求，新创企业才能够生存下来，不断提高创新绩效。因此认为创新生态环境对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的过程存在调节作用。Scott提出“规制、规范、认知”三大制度环境框架，将创新行为看作个人或企业对所处创新制度环境的反应[39]。由此，本文根据研究内容将创新生态环境分为规制环境、规范环境和认知环境。其中规制环境是指政府、监管机构及行业机构等对企业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组合；规范环境是指社会共同行为准则及文化观、价值观体系。认知环境是指人们对于某一事物的认知和理解程度[39]。
鉴于创新生态环境对企业创新的重要性，很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Berrone等（2007）研究发现规制环境和规范环境的强制压力对企业的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0]。环境的压力下甚至会导致行业和企业层面的战略实践变化，企业为了获取合法性改变创新行为，从而提高颠覆性创新绩效[41]。除环境压力约束外，完善的规制环境同时能够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科技补助等手段会向外释放积极的信号，有利于促进颠覆性创新绩效的提高[42,43]。Hossffeld（2018）则强调了企业颠覆性创新行为与环境和人们认知信息的一致性，若创新行为与规范环境和认知环境相悖，则会降低企业的颠覆性创新绩效[44]。创新生态环境对于颠覆性创新的影响也不都是正向的，新古典经济学就此提出了“倒退效应”。理论界认为，规制环境水平在一定范围内提高会促进新创企业的颠覆性创新绩效，但过高的环境水平则会使企业为了迎合环境需求而增加创新成本，反而抵消了为企业带来的正面效应，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45,46]。由此可见，创新生态环境会新创企业的颠覆性创新带来巨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到本文的研究中。
3 创新生态视角下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机制：理论框架和命题

3.1创新生态与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

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加快推动新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政府采用了各种政策来支持新创企业创新，其中税收优惠能够延长或减轻企业的纳税时间或负担，可以在研发投入、技术引进输出等方面协助新创企业发力，也能够帮助新创企业降低创新活动成本，加速企业资金的周转与回收，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财政支持也是政府最常见的政策手段之一，它是政府通过资金支出直接增加市场收入的手段，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在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风险，如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等等，政府的财政支持可以对新创企业的创新活动给予扶持，并可以通过技术改造资金、贷款贴息等方式促进新创企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新创企业用于创新的资源，也分担了创新风险，便于企业开拓低端市场或者新市场。同时政府为新创企业提供的融资支持能够帮助其完成技术研发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因为新创企业由于成立时间短、经营规模短、经营风险高等缺陷导致金融机构难以对其准确评估，从而加重了融资难度，政府可以通过融资担保、低息贷款、增发债券等方式帮助新创企业实现融资，改善企业的颠覆性创新绩效，新创企业也可借此机会与金融机构形成良好的关系网络，为之后的融资活动提供便利和优惠性贷款。

由于新创企业所提供的福利待遇以及内部人才职业发展计划无法与在位企业比肩，所以在引进人才方面存在着先天不足，而政府能够加大人才的培养，并利用有效的人才激励政策为新创企业引进人才，保证新创企业的人才需求，形成对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也能激发新创企业员工创新的积极性，强化企业整体的创新意愿，从而提升颠覆性创新绩效。其次在知识产权政策方面，政府可通过政策与行业协会合作对新创企业的颠覆性创新过程进行引导、激励、保护和规范等，增加新创企业创新技术的专有性，降低被模仿的风险，以此促使新创企业实现颠覆性技术突破和技术结构升级，赶超在位企业。针对新创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的薄弱，政府可通过产学研合作政策，激励新创企业积极参与合作，利用产学研组织架构培养自身的创新技术，保持企业活力，超越在位企业的组织惰性，实现科技与产业资源的有效结合，从而赶超先进，实现颠覆。

另外，新创企业可以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良好的政企关系可以适当弥补企业正式制度的缺陷，再利用针对性的政策来提高创新合法性。此外和本地行业协会保持经常性的信息交互，不仅能帮助企业明确一些技术要求和规范，也能够了解同行业中潜在合作伙伴的来源[47]，且与行业协会等组织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有利于提升新创企业的创新合法性，为企业进入低端市场或新市场具备了良好的资质。

总的来说，创新政治生态中各创新主体协同发力使新创企业在政府等机构的保驾护航下，解决资金、人才、信息等颠覆性创新所需的先决条件，为企业打开低端市场或探索新的边缘打开新市场奠定了基础。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命题1。
命题1：创新政治生态对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存在正向影响。
创新技术生态主要是通过产学研组织的合作来提高创新效率，协助新创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产学研合作是以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在政府、金融机构等的协同支持下，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了价值共创进行合作，开展新技术研发、仪器设备信息共享和人才培养等活动[48]。新创企业由于自身技术研发资源禀赋较为有限，企业的创新活动往往会倾向于小投资和低风险的渐进性创新，但其创新成果的商业价值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缺乏长期竞争优势。即使新创企业能够通过自身研发出一些技术创新成果，通常会由于产品推向市场的滞后性而难以获得较好的消费者认可度。因此新创企业若想实现颠覆性创新并在市场中取得一席之地，往往需要具备良好研发水平和技术储备的支撑平台，产学研合作恰好能够满足这一点。高校和科研机构拥有着大量高科技创新人才和先进的科研技术，也拥有多个技术领域的专家和跨学科人才，与新创企业自身的活动相比，高校和科研机构更集中于基础研究领域，更倾向于创新的颠覆性导向[49]。新创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密切的协同创新活动，在发挥整体效应和协调优势的同时，不仅能够近距离获得技术溢出和开阔性技术视野，而且能够打破对渐进性创新的依赖，还能够从对技术知识的深层次理解中窥探和挖掘出优化现有产品的新技术，提高新市场颠覆性创新绩效；或是在原有技术上进行改良，对现有产品进行更新与升级，打开低端市场。

产学研合作能够分摊新创企业的创新成本和风险，降低颠覆性创新的难度。颠覆性创新的实现需要大规模、持续性的创新投入，也存在高概率的失败风险，这是新创企业自身难以承受的，但产学研合作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社会化的服务，使企业可以共享高校和科研机构先进的实验设备仪器和优秀的科研人员，从而可以降低设备购买、人才引进所需的庞大投入，减少资金成本，以此保持创新资金链的正常运转，同时缓解创新风险的束缚，提高创新效率和质量。产学研合作也能够发挥知识溢出效应，通过各主体间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通过产学研合作形式的运作，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帮助企业磨练和提升各类技术与经营管理人才的能力，以此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技术。此外，在产学研合作中相互融合和溢出异质性知识，能够增加企业的创新知识储备，拓展知识宽度，深度挖掘现有技术知识，进而了解尚未被发觉的新技术知识，开发出新市场，或者通过探索被忽略知识，利用低价的方式吸引低端客户群体，提高颠覆性创新绩效。
总的来说，一方面，新创企业能借助创新技术生态中的技术资源，积极探索区别于主流市场顾客需求的新技术知识，创造出不被主流顾客青睐的新产品，打开新的独立和边缘市场，提高新市场颠覆性创新绩效；另一方面，新创企业能不停实践优化现有产品，利用生态内的资源研究出满足低端市场客户的实际需求的产品或服务组合，开辟出新的销售渠道，打开低端市场的大门，进而提高低端市场颠覆性创新绩效。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命题2。
命题2：创新技术生态对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存在正向影响。
  从竞争视角来看，颠覆性创新是新创企业借助差异化优势聚焦于非主流市场，寻找崭新的市场机遇，避开主流市场的竞争体系和防御体系，通过技术迭代来逐渐建立优势的过程[50]。但这要求新创企业能够识别创新机会，准确把握消费者未被满足的需求，使企业提供的创新技术能够比现有主流产品具有更高的消费者剩余。且价值共创理论不仅强调企业参与，更强调消费者参与，认为价值是众多主体共同参与创造的产物，主要包括企业和消费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51]。因此，让消费者参与到新创企业的技术创新中，通过互动合作，消费者自身的产品知识积累和消费经验，可以为新创企业提出创新型的建议，使新创企业能够明晰新技术的市场导向，预测所在行业的潜在市场变化和需求特征，针对性的开辟低端市场或新市场，实现了交融渗透的高质量价值创造，这是新创企业提升创新技术核心竞争力的新源泉。小米在成立之初，就是通过工程师与手机爱好者在论坛上进行深切交流，从而听取了消费者最真实的需求，创造出贴合顾客需求的产品。除此之外，消费者们有一些潜在的消费习惯和喜好是不被他们自身所察觉的，但供应商以及其他企业可以通过经营数据总结得到这些隐性消费习惯，同时对于当前的市场环境与创新前景，供应商及其他企业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新创企业可以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掌握这些重要资讯，了解现有市场中未被挖掘出的新需求，预测市场的潜在发展趋势，为打开新市场或低端市场奠定基础。

组织结构决定了企业内部的权力分配、交流沟通和资源分配模式[52]。组织内部分散决策权力能够改善资源流动过程，减少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加快技术研发进程。而集中某些功能后组织的运行效率会加快，使企业实现管理规模经济，提高创新绩效[53]。同时，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组织氛围可以为企业内的知识资源共享提供更有效率的途径，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意识，促进创新行为的产生，且企业提升创新绩效、获得持续竞争能力并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员工的创新行为[54]。而对于成立年限较短的新创企业而言，很难一开始就建立这样完善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因此，新创企业可以从与其他企业的交互中借鉴学习，逐渐改进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培育企业及员工独树一帜的思维方式，善于从匠心独运的角度搜寻新市场或低端市场的需求特征，提高颠覆性创新绩效。

总的来说，一方面，新创企业能通过创新市场生态实时掌握市场动态，倾听消费者的需求意见以及和供应商及其他企业的交流中，提供丰富的异质性知识资源，加深企业对市场的了解，并不断提升企业，消除知识盲区，借用“思想风暴”产生更多的创意想法，为企业生产出多样性的新技术做好准备，提高新市场颠覆性创新绩效；另一方面，新创企业也能够细化探听来的市场知识，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针对性的进行深度挖掘，为升级现有技术奠定基础，创造更多的顾客需求，提高低端市场颠覆性创新绩效。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命题3。
命题3：创新市场生态对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存在正向影响。
3.2创新生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创新生态是一种以实现价值共创为目的的经济结构，其核心是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55]。主要是进行跨组织资源整合优化，创新主体、群落之间相互依赖、彼此补充，不断产生联系和资源交换。至于如何有效的实现系统内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作用，使各主体自身的能力质化为整体创新能力，则需要创新生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创新生态能力可表现为三方面，分别是创新生态结构、创新生态主体关系和创新生态开放性[9]。

创新生态内各创新主体都是在不断成长变化的，这种动态网状的主体间结构会让新创企业的颠覆性创新过程不再遵循传统产业链中的线性顺序，从而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提升机会主义风险[56]。因此，完善的创新链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础，具体体现在知识链和产业链结构中，该结构主要包括知识群落结构和产业创新组织结构，如创新技术生态中的产学研组织架构，还有产业种群结构，如各类金融机构等。完善的创新生态结构是创新生态能力的基础，它不仅能够使创新生态稳定发展与演化，最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创新资源间的优化组合，增加创新合作广度与深度，稳定创新路径并持续创新，促使创新生态的整体创新能力发生质和量的飞跃，并形成独特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优势，极大的推动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实现。

其次，创新生态包含来自不同动机、不同产业、不同组织的主体，想要拥有良好的创新能力，就离不开创新生态内部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由于创新生态内的主体在文化价值的认同与取向上存在一定差异，促使创新主体参与技术创新研发的内在驱动力是对利益的追求，但不同的利益出发点使得主体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博弈的复杂关系，若是不加以处理，一旦创新生态系统中各主体间的弱连带关系成为主流，势必会弱化主体之间的创新合作广度与深度，合作关系便容易破裂。因此创新生态需要各项制度来协调利益分配，做到有效和公平，参与的创新主体在自身利益能够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会自愿合作并形成有契约性质的组织[57]，并逐渐形成相同的价值取向。利益的交汇带来了确定性和安全感，这种转变会使生态内创新主体认同彼此的合作目标，逐渐将自身的个体行为转变为集体行为，并形成共同规范，让各主体愿意遵循集体惯例，主动维护多边关系，形成良好的战略协作关系，成为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的重要动力。此外，各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的提高也会加强生态内各项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产生更为积极的价值共创行为，从而更容易获取潜在合作者的认同，帮助创新生态走上良性发展道路，提高颠覆性创新绩效。

最后，除了良好的战略协作关系，创新生态首先要做到内部开放性。政府、高校、科研机构、消费者等主体的知识和创新资源需要有的放矢的对新创企业进行开放，使企业能够将这些技术和知识于自身创新过程进行整合，提高颠覆性创新的成功率。然而知识和创新资源仅仅在生态内部流动容易“固步自封”，当创新进行到一定程度时，整个创新生态的创新能力将处于“锁定”的困境。颠覆性创新需要新创企业挖掘未满足的客户需求，寻找潜在市场并快速抢夺机会空缺。如果不能够准确把握整个市场创新环境的实时动态，很容易导致颠覆性创新的失败，因此创新生态也要具有外部开放性，及时与外部环境互动学习、获取信息并吸收外部知识。在颠覆性创新过程中，做到内外环境的有效协调，使新创企业的颠覆性创新发展走向良性轨道。

由此，良好的创新生态能力能够增强创新生态的稳定性，精准分配创新资源，协调生态内主体间的协同关系，使主体们形成相同的价值取向，自愿进行价值共创行为，新创企业也能够及时获取各种创新知识和资源，实时掌握市场动态，使新创企业无论是打开低端市场还是开辟新市场进行颠覆性创新，都能形成强有力的持续竞争优势。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命题4。
命题4：创新生态能力在创新生态和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关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3.3创新生态环境的调节作用。

新创企业的颠覆性创新活动是在特定的区域、政策法律、社会文化等环境中发生的，其创新过程受到创新生态环境的重要影响。创新生态环境主要包括规制环境、规范环境和认知环境。
当规制环境水平低的时候，与创新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市场监督和执法的力度低，因此对新创企业的颠覆性创新行为的约束弱，企业利用较低的代价就能够满足规制环境对于颠覆性创新的要求，获得一定的创新合法性。但同时新创企业的知识产权难以受到足够的保护，由于低水平监督和执法环境，企业的模仿成本远低于自主研发的创新成本，侵权行为随之发生，新创企业因没有强大的实力和根基，颠覆性创新过程存在较高的外溢性和风险性，往往是不法企业侵权的首要目标，这使新创企业的颠覆性创新变得极不稳定，创新生态能力的中介能力也难以稳定发挥，降低了创新绩效。其次，低水平的规制环境容易引起市场混乱，所以就会形成政府干预和行政垄断的局面[58]。政府在创新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颠覆性创新因其创新特性，需要不断寻求外部新知识的补充，把握市场未来发展方向，利用互补性资源进行低端市场或新市场的开拓，但在政府把控下，各种创新要素难以自由流动和交易，创新要素的缺失导致企业成本的增加，降低了颠覆性创新绩效。最后，由于与现有制度逻辑相悖，使颠覆性创新变得极不稳定，只有足够的创新可能性才能够吸引创新主体积极参与颠覆性创新技术的研发。而低水平的规制环境不能提供完善的资金补贴和税收政策等降低新创企业的融资压力和风险，反而由于法制法规不完善无法有效披露创新主体们的信息，导致创新主体间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其合作和交易面临着机会主义风险，降低了创新生态能力发挥的作用，进而影响颠覆性创新绩效。
反之，在一个高水平的规制环境中，政府会通过政策调节整个市场环境，尽可能的营造公平公开的创新环境，提高违法成本，缓解研发的市场失灵，规避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的创新风险，有利于市场有序竞争，激发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创新活力[59]。市场处于资源配置的主导地位，消除了政府干预，使创新资源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和分配，提高了创新效率，降低了创新成本。虽然政策约束和管制加强会导致新创企业创新成本增加，但创新补贴、减少税收等方式会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活动，补贴等方式也会向外界传递积极的信号，提高颠覆性创新的合法性，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同时法制的完善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减少了创新风险，进而大大增进高技术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创新效率。
与此同时，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规制环境存在“倒退效应”。一方面，当规制环境水平过高时，对于打破传统规则束缚并开拓低端市场或新市场的颠覆性创新来说，会面临更加严格的管控，迫使新创企业耗费大量的成本变革自身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无形中增加了企业在实施颠覆性创新活动的成本和风险，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且过高的管制使市场竞争尤为激烈，加之存在新创弱性的新创企业进行的颠覆性创新行为风险偏高，内忧外患下会降低新创企业的创新意愿，甚至放弃创新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过高的政府补贴容易引起寻租行为，激发了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同时，因为政府补贴属于事前资助，高补贴使新创企业极容易为了“寻补贴”而增加创新数量，而不是提高创新质量，形成了“挤出效应”，即过高的政府补贴会挤出高技术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抑制颠覆性创新。因此，过高的规制环境水平会降低企业的颠覆性创新绩效。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命题5。
命题5：规制环境对创新生态能力与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之间的关系存在倒U型调节作用。
规范环境是指社会共同行为准则及文化观、价值观体系。反映了创新场域内社会对于创新行为的认可度、包容度与支持度。当规范环境水平低的时候，社会偏向于接受变化较小的渐进性创新，对颠覆性创新这种打破传统认知，背离消费者观念和惯例的创新模式难以接受，因此新创企业在进行颠覆性创新时存在非常大的阻力。由于环境的抗拒，企业在寻求新知识的补充、把握消费者偏好等方面会耗费较高成本，难以预测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产学研联盟对技术的改进与升级缺乏方向感，新创企业难以在此情况下获得合法性去开拓低端市场或新市场，颠覆性创新效率低下。同时，研究发现文化价值等影响创新行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60]。低水平规范环境中的社会对于颠覆性创新的不重视甚至是抗拒，严重影响创新主体们的创新自信。面对风险较大的颠覆性创新，规制环境中社会大众的消极态度会加剧创新主体们的压力，难以对颠覆性创新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创新机会识别能力和创新活跃度，从而抑制创新生态能力对颠覆性创新的作用。

反之，高水平的规范环境下，创新行为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且容易被媒体积极宣传报道时，因此新创企业能够快速的获取互补性创新资源，更好的掌握市场发展趋势，及时的应对市场的小幅度的变化，针对消费者需求进行技术开发，企业容易获取合法性并开拓非主流市场。除了对客观颠覆性创新资源与知识获取的影响外，在影响自我效能和创新认知等方面，社会价值体系比法律法规等更加有效[61]。当创新主体们与创新支持型的创新生态环境交互时，感知到社会对自己的期许，会不断加深对自己创新行为的理解，社会支持使创新主体对高风险的颠覆性创新行为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高期望值会鼓励创新过程中的坚持，创新主体们因此不断激励着自身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得更好的颠覆性创新绩效，以回馈高水平规范环境的情感支持，增强了创新生态能力的中介效应，这也会进一步提高创新行为的合法性，从而带动颠覆性创新绩效的增加。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命题6。
命题6：规范环境对创新生态能力与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认知环境是指人们对于某一事物的认知和理解程度，由国家教育系统塑造。认知环境水平的高低与创新者的能力息息相关。低水平的认知环境代表当前的创新教育培训系统不够完善与健全，解决创新问题的方法缺乏先进性。面对外界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颠覆性创新对于新创企业有着更高的要求，创新知识储备和创新技能不足导致企业在开拓低端市场和新市场时存在较大困难，因为无论是预测市场的潜在趋势还是技术的改造与创新，都需要新创企业有着在激烈竞争市场抓住机会的能力以及处理危机情况时迅速决策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具备积极的冒险精神。但能力的欠缺容易激发新创企业的避险心理，对于失败的恐惧会让其有意识的避免进行风险较高颠覆性创新，这些都不利于创新生态能力中介作用的发挥。

反之，高水平的认知环境往往意味着较好的创新结果，支持型的认知环境将打造浓厚的创新氛围，社会重视创新知识的传播和培训，对解决创新问题的方法越先进科学，新创企业越能有效的从中获取行业行情和政策市场信息，从而不断提高自身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同时还能够提高新创企业的创新警觉性，激发企业的机会感知能力和冒险精神，善于发现市场中潜在的创新缺口，并以此不断拓宽企业的创新知识储备和创新技能，联合其他创新主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抓住机会，开辟低端市场或新市场，提高颠覆性创新绩效。同时，高水平的认知环境能培训大量的专业能力强、熟知创新知识的人才，为新创企业提供人才供给，弥补创新人才缺口，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加快颠覆性创新进程。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命题7。
命题7：认知环境对创新生态能力与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经过上述的理论分析与推导，形成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4 结论与讨论

4.1主要结论

本研究根据颠覆性创新的独有特征，对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进行了探索研究，并基于创新生态视角下探讨了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的作用机理，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和归纳，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颠覆性创新作为改变现有市场格局的重要工具，能够为新创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并赶超在位企业提供动力来源。但新创弱性始终是新创企业的桎梏，由此提出创新生态。（1）本研究发现创新生态中各创新主体的交互能够为新创企业解决各种资源、技术短缺等问题，为新创企业的颠覆性创新不断续力。这进一步印证了Ansari和Garud（2020）的研究结论（对比在位企业相对固定的管理模式与创新战略，新创企业因自身灵活多变的特性更适合进行颠覆性创新）以及张金福和黄雪晴的研究（2020）（创新网络生态作为协同创新的基础，对颠覆性创新存在至关重要的作用）[8，20]。但张金福和黄雪晴只是基于创新生态的社会属性结合双元性学习对颠覆性创新加以分析，并未立足于生态视角，忽略了创新生态的自然属性对颠覆性创新的作用。（2）本研究强调了系统要素内在结构、关系和开放性等创新生态的自然属性所衍生出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能力，提出了创新生态能力的概念，并深入剖析其在创新生态和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机制中的中介作用。（3）同时，基于创新行为与创新生态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发现关于环境与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普通创新[45，62]，对于针对改变市场格局、背离消费者惯例的颠覆性创新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本研究依据颠覆性创新的特性，将创新生态环境分为规制环境、规范环境和认知环境，来研究创新生态环境对创新生态—创新生态能力—颠覆性创新机制的调节作用，由此发现规制环境对此中介模型存在倒U型调节关系，规范环境和认知环境存在正向调节关系。

4.2管理启示

这一理论框架和研究命题对我国新创企业在进行创新活动时通过创新生态的作用来实现颠覆性创新具有一定的启示性。

（1）新创企业在颠覆性创新的过程中应不断打破边界，积极与外部创新主体交互从而引入市场信息和技术资源，可以通过创新政治生态来熟悉创新优惠政策、了解市场创新前景、明确投融资信息等，依托创新技术生态中的产学研组织架构，共享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仪器设备、人才技术等资源进行创新技术研发，弥补自身资源短缺和能力不足。同时不要忽视与创新市场生态的交流互动，及时掌握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和市场最新动态，积极寻找低端市场或新市场的开拓机会，并完善企业自身的组织文化和组织结构，调动员工创新热情与积极性，促进企业颠覆性创新的生成。

（2）新创企业应秉承价值共创的理念，依托创新生态，企业与各创新主体建立定向联系和互访制度，各创新主体根据需要演化自身的运行机制，推进协同合作，切实加深各创新主体合作深度与广度，稳定创新生态的结构，实现创新资源间的优化组合。同时创新生态内通过奖惩制度、利益分配等手段使各创新主体形成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提升生态内部各利益共同体的战略协作关系，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不断进行价值共创。最后在通过开放性从外界环境获取信息、资源的同时，企业也应当鼓励异质性成员参与到创新生态中，铸就创新生态活力，促进创新生态的良性演进。

（3）政府在制定创新法律法规时，要注意有的放矢，把握分寸利用政策条例遏制不公平竞争，整肃市场并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不要出现管制过度而出现创新倒退的现象。除了利用政策制定构建良好的宏观创新环境外，政府要注意强化技术创新基础设施、服务平台、信息平台、创新教育平台等公共创新建设，提高公民的创新素养与技能。同时应多倾听企业、组织、技术人才等的想法与建议，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与支撑体系，鼓励大胆的创新行为，营造开放化和融合化的创新文化与氛围，使生态内创新主体的“相互依赖”关系更加紧密，创新资源能够高速流动与扩散，为新创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实现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保障。 

4.3贡献与不足
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将创新生态引入了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的过程中，在此基础上对创新生态解构为创新政治生态、创新技术生态和创新市场生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剖析创新生态对企业颠覆性创新的作用机理。其次，现有文献大多数都是从创新生态的社会属性分析其对创新的作用[35，36，38]，本文试图从生态视角出发，基于创新生态的自然属性提出创新生态能力的概念，为研究创新生态开拓了新的视角。最后，本文将创新生态环境作为调节变量加入研究，有助于企业根据环境水平高低自主选择是否进行创新行为，化被动为主动，也为政府制定创新政策等提供一定的启示。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本文只是经过初步的理论探讨和推演提出了相关命题，因此所提出的命题以及理论模型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性和科学性。为了研究结果的精准和实用性，后续可通过相关量表的开发以及收集数据的测量，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其次，本文将创新生态分为三部分进行讨论分析，却忽略了创新生态的动态演进，如创新生态从创建到成熟过程中的特征、作用变化等也有待进一步探究。最后，限于复杂性，本文主要探讨了创新生态对新创企业颠覆性创新生成的影响，尚未深入讨论新创企业本身行为对颠覆性创新的作用，例如新创企业实施创新生态战略、创新激励战略等，故在未来的研究中，对此部分也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李文博. 科技新创企业微创新行为的关键环节认知——话语分析方法的一项探索性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5，27（3）：83-93.

[2] HUESIG S，TIMAR K，DOBLINGER C. The influence of regulation and disruptive potential on incumbents’ submarket entry decision and success in the context of a network industry [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4，31（5）：1039-1056.

[3] 芮正云，罗瑾琏，甘静娴. 科技新创企业创新困境突破：外部搜寻双元性及其与企业知识基础的匹配[J]. 南开管理评论，2017，20（5）：155-164.

[4] 许泽浩，张光宇，廖建聪. 基于战略生态位管理视角的颠覆性技术成长过程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2016（2）：5-9.

[5] ADNER R，KAPOOR R. Value creation in innovation ecosystems：how the structure of technological interdependence affects firm performance in new technology generation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31（3）：306–333.

[6] RUSSELL M G，SMORODINSKAYA, NATALIYA V. Leveraging complexity for ecosystemic innovation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8，136：114-131.

[7] HANNAH D P，EISENHARDT K M. How Firms Navigate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Nascent Ecosyste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8，39（12）：3163-3192.

[8] 张金福，黄雪晴. 创新网络结构对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机制——双元性学习的中介作用[J]. 科技管理研究，2020，40（8）：7-16.

[9] 欧光军，杨青，雷霖. 国家高新区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生态能力评价研究[J]. 科研管理，2018，38（8）：63-71.

[10]解学梅，王宏伟，唐海燕. 创新生态战略与创新效率关系：基于创新生态网络视角[J]. 系统管理学报，2020，29（6）：1065-1077.

[11] 陈健，高太山，柳卸林，等. 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理论基础与治理[J]. 科学进步与对策，2016，33（7）：153-160.

[12] CHRISTENSEN C M.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 to fail [M].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7.

[13] 王泽民，郭茂翠，茹朵朵. 低端颠覆性创新实现路径——基于多案例比较研究[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157-165.
[14] DANNEELS E. Disruptive technology reconsidered: a critique and research agenda [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4，21（4）：246-258.

[15] 明星，胡立军，王亦民. 跨界高端颠覆性创新模式研究：理论与案例验证[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15）：11-17.

[16] 张延平，冉佳森. 创业企业如何通过双元能力实现颠覆性创新——基于有米科技的案例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9（1）：117-135.

[17] 冯灵，余翔. 中国高铁破坏性创新路径探析[J]. 科研管理，2015，36（10）：77-84.

[18] CHRISTENSEN C M，RAYNOR M，MCDONALD R. What is a disruptive innovation?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5，93（12）：44-53.

[19] 王金凤，王永正，冯立杰，等. 低端市场颠覆下后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16）：108-116.

[20] ANSARI S，GARUD R，KUMARASWAMY A. The disruptor's dilemma：TiVo and the U.S. television ecosystem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6，37（9）：1829-1853.

[21] 赵振. “互联网+”跨界经营，创造性破坏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15（10）：146-160.

[22] CHRISTENSEN C M，MCDONALD R，ALTMAN E J，et al. Disruptive innovation: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8，55（7）：1043-1078.

[23] 郁培丽，刘沐洋，潘培尧. 颠覆性创新合法性与企业家战略行动：研究述评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41（3）：111-125+152.

[24] WAN F，WILLIAMSON P J，Yin E. Antecedents and implications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 Technovation，2015, 39/40：94-104.

[25] MARNIX A. Inhibitors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capability：a conceptual model[J].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2006，9（2）：215-233.

[26] TANSLEY A G. The use and abuse of vegetational concepts and terms [J]. Ecology，1935，16（3）：284-307.

[27] MOORE J F. Predators and prey：A new ecology of competition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3，71（3）：75-83.

[28] IANSITI M，LEVIEN R. Strategy as ecology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4，82（03）：68-81.

[29] ADNER R. Ecosystem as structure：an actionable construct for strategy [J].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7，43（1）：39-58.

[30] 惠兴杰，李晓慧，罗国锋，等. 创新型企业生态系统及其关键要素——基于企业生态理论[J]. 华东经济管理，2014，28（12）：100-103.

[31] 康健，胡祖光. 创新链内多重网络、创业能力与创业绩效关系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7，37（2）：7-16.

[32] 武鑫，冯华. 科技企业孵化器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发展[J]. 科技管理研究，2021，41（8）：94-100.

[33] JACOBIDES M G，CENNAMO C，GAWER A. Towards a theory of ecosyste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8，39（8）：2255-2276.

[34] 余维臻，余克艰. 科技型小微企业协同创新能力增进机制研究[J]. 科研管理，2018，39（3）：1-10.
[35] EVA D，MARTIN B. The co-evolution of firm-centered knowledge networks and capabilities in late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the case of petro in the offshore oil innovation system in brazil [J]. World Development，2011，39（9）：1570-1591.

[36] ETZKOWITZ H. Making a humanities town: knowledge-infused clusters, civic entrepreneurship and civil society in local innovation systems [J]. Triple Helix，2015，2（1）：1-22.

[37] 康健，胡祖光. 基于区域产业互动的三螺旋协同创新能力评价研究[J]. 科研管理，2014，35（5）：19-26.

[38] 雷怀英，张文杰，贾晓磊. 知识创新视角下政产学协同创新测度研究[J]. 科研管理，2021：1-16.

[39] SCOTT R W.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Ideas，Interests，and Identities[M]. Sage Publications，1995.
[40] BERRONE P, GELABERT L, FOSFURI A. Can institutional forces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Proceedings，2008（1）：1-6.

[41] CLEMENS B，DOUGLAS T J. Does coercion drive firms to adopt “voluntary” green initiatives? Relationships among coercion, superior firm resources，and voluntary green initiativ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6，59（4）：483-491.

[42] 周密，申婉君. 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作用机制研究——基于知识产权的实证证据[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8，39（8）：26-39.
[43] 夏清华，何丹.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信号理论视角的解释[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1）：92-101.
[44] HOSSFFELD H．Legitim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anagerial practices.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rhetoric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8，34（1）：9-21．
[45] KNELLER R, MANDERSON 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innovation activity in UK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Resource & Energy Economics，2012，34（32）：211-235.

[46] 张先锋, 韩雪, 吴椒军. 环境规制与碳排放：“倒逼效应”还是“倒退效应”——基于2000～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 软科学，2014，28（7）：136-139.

[47] Li H，ZHANG Y. The role of managers’ political networking and functional experience i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7，28（8）：791-804. 

[48] 仲伟俊，梅姝娥，谢园园. 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模式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09（8）：174 -180.

[49] 资武成，罗新星，陆小成. 基于三螺旋理论的产学研创新集群模式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6（6）：5-8.

[50] 余维臻，陈立峰，刘锋. 后发情境下创业企业如何成为“独角兽”——颠覆性创新视角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21，39（7）：1267-1276.

[51] 李朝辉，金永生. 价值共创研究综述与展望[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3，15（1）：91-96.

[52] 陈建军，王正沛，李国鑫．中国宇航企业组织结构与创新绩效: 动态能力和创新氛围的中介效应[J]. 中国软科学，2018，35（11）：127-135.

[53] BALDWIN C Y. Organization design for business ecosystems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 Design，2012，1（1）：20-23.

[54] SULLEN J, HOANG L V C. Organizational culture，innovation，and performance：a test of Schein's model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4，67（8）：1609-1621.

[55] OH D S，PHILLIPS F，PARK S，et al. Innovation ecosystems：a critical examination [J]. Technovation，2016（54）：1-6.

[56] YOO Y, BOLAND JR R J, LYYTINEN K，et al. Organizing for innovation in the digitized world [J]. Organization Science，2012，23（5）：1398-1408.

[57] 王发明，朱美娟. 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计划行为理论[J]. 科学学研究，2018，36（2）：370-377.

[58] 徐辉，周孝华. 制度环境、产融结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20，38（1）：158-168.
[59] 杨博旭，王玉荣，李兴光，等. 技术多元化对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环境的视角[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1，42（12）：145-162.

[60] CHAKRABORTY S, THOMPSON J C, YEHOUEC E B. The culture of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16，163（2）：288-317.

[61] FARASHAH A D.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cognitive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oward a socio-cognitive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care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2015;13(4):452-476.

[62] 张树静，张秀峰．城市创新环境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影响[J]. 中国科技论坛，2018（4）：25-32.

作者简介：李宏贵（1971—），男，安徽天长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创新与创业管理；何淑娟（1998—），女，安徽庐江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创新管理；张茜（1997—），女，河南荥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创新与创业管理。

创新生态


●创新政治生态


●创新技术生态


●创新市场生态





颠覆性创新














创新生态能力





创新生态环境


●规制环境


●规范环境


●认知环境








收稿日期：2022-08-2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创企业边缘市场颠覆性创新机制研究”（22BGL014）


